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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道思想與菩薩戒對中古時期政教關係之影響 

 

摘要 

中國六朝時期，尤其在北方一帶，僧侶以聰穎智謀或讖緯陰陽之術輔弼君主。

這種僧侶涉世的方式，亦即所謂的「事功」，在當時被與「大乘兼濟之行」劃上等

號。君主有的護持譯場、甚至親身列席譯場，接觸到蓬勃譯出的大乘經論的思想，

從而具備大乘佛教的知識，便利用菩薩道理論要求僧侶還俗輔政，抑或以菩薩戒

的授受儀式、僧統制度之設立、賦予官職等，來經營僧俗間的關係。 

本文以中古時期後秦姚興（366-416）、東晉桓玄（369-404）、蕭梁武帝（464-549）、

北周武帝（543-578）與隋文帝等（541-604）等五位君主為探討的主線，主要透過

對佛教史料與中國史書內容的解讀與分析，試圖釐清在中古時期的菩薩道思想與

菩薩戒影響僧俗互動的若干模式。 

在這當中涉及了中國南北方不同佛教型態作為背景，如北朝佛教被認為重於

事功，南朝佛教則重義學等；也涉及君主對宗教的不同態度，如姚興、梁武帝、

隋文帝等好佛，桓玄顯得較為闢佛，周武帝則極端地走向廢佛——從這顯示佛教

「事功」之有無的定義與詮釋權，完全掌握在君王的手裡；此外，也關係到僧侶

對一國之君的態度，如北朝佛教以君主為如來，南方則唱沙門不敬王者論；而君

主的佛教知識水平也會影響其處理政教關係的手法、所陳理論的厚度等。這些因

素都作用在中古時期呈現的複雜政教關係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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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朝時期開始允許本土人士出家，僧團急速在中國南北方擴張，同時政教關

係呈現緊張而複雜的局面。一些具有佛教學養與信仰的君主了解菩薩道思想，除

了會利用菩薩道思想作為政治理念之外，更利用菩薩思想——而不再只是本土儒

家思想——來對出家僧侶進行批判，要求僧侶發揮「事功」輔政，甚至應用菩薩

戒的授受形式來貫徹此意。如此，堅持出家律法、不涉足世事的僧侶，反而被視

為聲聞小乘之流。 

當時南北朝的佛教呈現不同特色。南方因玄談風氣興盛，佛教以義學之姿融

入政圈名流；北方則為胡人主政，國與國之間飽受互相侵略的壓力，君主基於政

治與軍事的功利考量而有求於沙門的異能。如釋印順所述： 

時南北佛教之有差異可言者，南土之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風，所需於佛教

者，偏重義理，以玄思拔俗為高。北土則中原紛擾，胡人又率粗獷不文，

故所需於佛教者，信仰而外，首重事功。1 

南方「義學」的佛教，北方「事功」的佛教，成了一組鮮明的對比概念。湯

用彤也有類似見解，謂「南朝佛教，比之北朝，較重義學」2。 

錢國盈〈十六國時期的符瑞、災異思想研究〉指出，君主好用福瑞、災異等

現象來發動政變與證明政權的合法性，見其所舉的那些懂得利用曆數占星來審度

軍情的君主如姚興、桓玄、沮渠蒙遜等，3 都與佛教關係甚密，尤其這些君主能接

觸到由自己護持的譯場輸出的大乘經典，因此他們本身也了解菩薩道的兼濟思想，

以此為由要求僧侶輔政，憑藉僧侶的知識來預測政軍情勢，或透過佛教義理來推

動社會改革等，發揮僧團在「事功」方面的力量。 

而從釋印順進一步提到的北方政權重視佛教「事功」的情形來看，透露出另

一組對比概念。他舉出，後趙石虎、石勒對佛圖澄的信服，前秦苻堅、西涼呂光

 
1 釋印順，《佛教史地考論》，CBETA 2020.Q1, Y22, no. 22, p. 17a11-13。 
2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221。 
3 錢國盈，〈十六國時期的符瑞、災異思想研究〉，《嘉南學報（人文類）》35，2009，頁 653。 



 

3 

 

對鳩摩羅什之爭，北魏太武帝向北涼沮渠蒙遜求取曇無讖等等，這些情況反映出

北朝的當權者對於佛教「重大乘兼濟之行，與南土之自得玄談不同」4 。在這段論

述裡出現了「大乘兼濟之行」之佛教，用來對觀另一種以玄談義理式為主的江南

佛教。從這看來，中國大乘佛教除了義解、懺悔、齋戒、諷誦大乘經律等實踐模

式之外，也轉出「兼濟之行」的面貌，而這與佛教結合「事功」之政治性或社會

性取向不無關係。此外，江南佛教雖自東晉慧遠唱舉「沙門不敬王者論」而讓教

團與王權分庭抗禮，但並非意味在那之後這地域的政權與教團未嘗進行融合發展

的努力。 

一、後秦姚興時期（366-416） 

最早系統性地將大乘佛教典籍譯介中土的鳩摩羅什，以博學多識著稱，據說

當時備受許多政權爭相延攬，是因為其善於讖緯與多謀。前秦苻堅踐位時，欲派

兵攻克龜茲，坦承「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表明其意在獲取鳩

摩羅什，以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

大寶」5 。後秦羌人姚萇也欲禮聘羅什，然而當時羅什被西涼呂氏政權拘執。呂氏

以他「智計多解」，若被姚氏政權納用，則對己不利，故不許他離開。6 

迨姚興大敗呂氏、迎請鳩摩羅什為國師後，便積極請他譯經，甚至躬列席譯

場，「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7 ，顯示姚興禮遇鳩摩羅什，有相當成分

是基於對佛教知識的熱忱，而非僅著眼於「事功」的利益考量。此外，對姚興而

言，佛教教義對政治方面深具功用。他曾表示，佛教不僅是「出苦之良津」，更是

「御世之洪則」，即治理社會的原則。他曾撰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以佛

教的因緣果報道理曉諭官員，8 試圖利用佛法來改進官場道德風氣、裨益政治，《晉

 
4 釋印順，《佛教史地考論》，CBETA 2020.Q1, Y22, no. 22, p. 18a5。 
5 《高僧傳》卷 2，T50, no. 2059, p. 331b25-28。 
6 《高僧傳》卷 2，T50, no. 2059, p. 332a19。 
7 《高僧傳》卷 2，T50, no. 2059, p. 332 a28-b6。 
8 《高僧傳》卷 2，T50, no. 2059, p. 332b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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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載記》謂「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9 。 

另外，姚興之弟、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顯，似乎對於契合王族身份的菩薩

道抱持高度熱忱。在僧叡爲《自在王菩薩經》撰寫的後序裡，舉出菩薩道有四種，

而唯《自在王菩薩經》於菩薩道最為備全。 

此經以菩薩名號為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以其圓用無方，

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為「王」。標准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旨

玄凝，尋者莫之髣髴。此土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

指其靈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眾流，《大哀》旍其拯濟。雖各

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10 

其指出，此前所譯的大乘經典都在講菩薩道，如《般若經》指出菩薩道智慧，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揭明菩薩道三昧定，《妙法蓮華經》泯三乘之別而同歸一眾，

《大哀經》標幟菩薩拯濟之道，但這些都不具有《自在王菩薩經》的高度。又云： 

秦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顯，真懷簡到，徹悟轉詣。聞其名而悅之，考其

旨而靈衿。思弘斯化，廣其流津，以為斯文既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

世。奔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

於菩薩希蹤卓犖之事，朗然照列矣！11 

當姚顯僅聽到《自在王菩薩經》的經名時，就喜悅不已，積極促請鳩摩羅什

翻譯，以發揚稀有卓爾之菩薩道行。誠然，該經既以王者之名為題，自會吸引王

族人士——即便「自在王」只是該經裡的一位菩薩的名字，與全經思想並無關涉。 

君王即使奉佛敬僧，但維持好的政教關係仍是他們在意的問題。姚興創立「以

僧治僧」的僧統制度，便是處理政教關係的具體手段。《高僧傳》記載，姚興鑑於

鳩摩羅什入關（401）12 之後，出現「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的弊害，

 
9 《晉書》卷 112-118《載記》第十七《姚興》上，《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
劃」：https://is.gd/S84yyQ，閱於 2020.03.07。 

10 《出三藏記集》卷 8，T55, no. 2145, p. 59a20-26。 
11 《出三藏記集》卷 8，T55, no. 2145, p. 59a20-b3。 
12 「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廣庭，逍遙園葱變為茝，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
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

 



 

5 

 

雖能諒解「凡未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但僧團自身也要擔負起教團秩序與

教育的責任，「過而不劾，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於是選任有學識、德

高年長的僧䂮爲僧主，另外還設悅眾、掌僧錄等職位，以期「五眾肅清，六時無

怠」。姚興透過僧正，間接將權力伸入了教團，維持政教互信、僧俗共治的基礎。

佐藤達玄認為，這類僧官的出現，也意味教團承認受帝王統治的現實。13 梁慧皎

謂之「僧正之興，䂮之始也」。14 

然而，北魏設置的「道人統」，似乎比姚興的「僧正」制度還早四、五年。案

北魏道武帝皇始年間（396-397）也曾以來自趙郡（今河北一帶）的沙門法果為道

人統，職責在「綰攝僧徒」。15 然而，唐・道宣編纂之《廣弘明集》卻對這片史事

記為「沙門統」16 ，事實上，「道人統」在設置之後，於太武帝廢佛時（446）一

度中斷；迨文成帝興安元年（452）下詔復佛，並禮來華的罽賓王種沙門師賢為「道

人統」；和平初年（460）師賢卒，命曇曜代之，這時才更名為「沙門統」。17 

在僧正、沙門統上所見的政教關係，帝王握有統治僧團的間接權力，僧團必

須尊主帝王。如北魏道人統法果曾說，道武帝「『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

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

佛耳。』」18 。後來師賢任職道人統時，官署奉命製作與帝王等身長的石像，「顏

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19 。儼然北朝所唱的「帝王即是如來」的

論述，看似僧團屈服於王權，但未嘗不是僧團用來爭取政權護持而強調的觀點。 

佐藤達玄講述大乘思想在中國的形成時，特別關注在家人士的參與。他說，

自鳩摩羅什把大乘經論譯介給中土，開啟大乘思想流布中土的濫觴，「中國大乘佛

教以羅什譯出大乘經論為發端，在中國北方興隆，傳播至江南後普及於在俗知識

 
日至于長安。」《高僧傳》卷 2，T50, no. 2059, p. 332a20-25。 

13 佐藤達玄，〈中国の仏教受容期における戒律の普及状態〉，《中国仏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
東京：木耳社，1986，頁 300。 

14 《高僧傳》卷 6，T50, no. 2059, p. 363b7-18。 
15 〈魏書釋老志（原文）〉，塚本善隆著，林保堯譯，《魏書釋老志研究》，台北：覺風佛教藝術文
化基金會，2008，頁 369。 

16 《廣弘明集》卷 2，T52, no. 2103, p. 102a2-6。 
17 〈魏書釋老志（原文）〉，塚本善隆著，林保堯譯，《魏書釋老志研究》，頁 352-353。 
18 〈魏書釋老志（原文）〉，塚本善隆著，林保堯譯，《魏書釋老志研究》，頁 368-369。 
19 〈魏書釋老志（原文）〉，塚本善隆著，林保堯譯，《魏書釋老志研究》，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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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20 ，認為這些居士比沙門更為關切大小乘之區別。佐藤氏舉出，南朝齊

文宣王感慨時人群起埋頭研究《成實論》並將之等閒視為「大乘之教」是錯誤的

認識；北魏士大夫李顒著《大乘賦》謂「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

聞謂之小乘」；西魏丞相宇文黑泰「崇重大乘。雖攝總萬機，而恆揚三寶。第內常

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令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眾經要及

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等。但從羅什所譯的經典以及他與慧遠討論

法義的文獻可知，鳩摩羅什對於大小乘之別了然於心，只不過鳩摩羅什的門人弟

子傾力專注於大乘義理本身之整頓。21 

然而，筆者認為，對大小乘之間的教義、實踐有鮮明有別之認知，更多的是

透過「事功」所建構的政教關係中，帝王要沙門還俗輔政時所激發的僧侶實踐菩

薩行之話題。 

《弘明集》收錄一些君王令沙門還俗輔政的書信，當中以姚興要鳩摩羅什的

弟子道恒、道標罷道還俗的往返書信最多。道恒、道標曾是姚興親自敕給鳩摩羅

什「諮受什旨」的沙門之一22 ；後來，姚興以「治必須才」的政治需求，要道恒、

道標還俗，投入仕途輔政，甚至企圖透過鳩摩羅什及其門人僧䂮、僧遷等人之口，

勸恒、標回心轉意。觀恒、標及鳩摩羅什門人群起婉拒姚興的內容，除自謙不才

的理由外，主要聚焦出家志願與適性方面的問題，謂「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志在

「闡揚洪化」、「今使處簪紳之朝，非其志也」，而為人君主者應當了解「適賢之性，

為得賢也」23 。 

當姚興進一步運用各種大乘菩薩道思想——如他主張「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

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福報思想如「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

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恐福在此而不在

彼」24 ，空性思想如「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25 、「道無不在」26 等理論來針

 
20 佐藤達玄，〈中国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展開〉，《中国仏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頁 301。 
21 佐藤達玄，〈中国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展開〉，《中国仏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頁 299-301。 
22 《高僧傳》卷 2，T50, no. 2059, p. 332b1-5。 
23 《隆興編年通論》卷 3，X75, no. 1512, p. 125a21-24。 
24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4b17-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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砭他們的心態是「二乘之福心」27 ，以「菩薩之跡」來襯托他們堅持的形象不過

是「羅漢之服」28 ——時，政教衝突便回到佛教自身教義上的問題。 

面對姚興援用大乘理論、把進仕合理化為「勉菩薩之蹤」29 的攻勢，恒、標

直陳自己於這種菩薩道「志力有限，實所不堪」30 。當時被委為僧正的僧䂮及鳩

摩羅什的門人，也為恒、標上書求情，指出「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

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亦即「義學」、「義解」式的佛教，也具有「濟苦之益」，

而非一定要反俗輔政才能有濟世之功；對應姚興所謂還俗輔政有福報乃「佛不虛

言」之論述，僧䂮等也提出「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毘耶之訓矣」31 ，亦即佛陀

也有守戒的遺訓，而恒、道必須遵行，不能毀戒還俗。 

另外可以看到鳩摩羅什的門人僧肇也認為「比丘」與「菩薩」在理論上不應

合成一塊來談。在他撰寫的《注維摩詰經》解釋「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時，就

插入了「比丘菩薩」此一概念不合理的話題。他說，「比丘盡是肉身，菩薩多是法

身，身異故。若肉身菩薩未正位取證，心異故」，所以「『比丘菩薩』不合說也」。

32 

二、東晉桓玄時期（369-404） 

相對於北朝政權設置僧正、道人統制度來統御僧團，南方政教關係則經歷較

長的磨合期。 

東晉末，桓玄掌握實權，並關注處理政教關係。他曾以沙門應禮敬君主的話

題，特別撰寫《與八座書》與諸臣往返辨義，「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

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33 ，但仍對大家的討論結果「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

 
25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3c16-17。 
26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4b11-12。 
27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3c15-16。 
28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4b10-11。 
29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4a12-15。 
30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4a19-22。 
31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4c12-15。 
32 《注維摩詰經》卷 1，T38, no. 1775, p. 328b4-19。 
33 《弘明集》卷 12，T52, no. 2102, p. 80c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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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於是轉而諮問慧遠「所以不敬意」的理由34 ，最終以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

論》之意見為定調，自此讓南朝的「沙門自主或凌駕於帝王之上的意識甚為高漲」

35 。 

桓玄所謂「一代大事」，其實著眼的正為君主權力能否施及沙門集團的政教關

係，而這牽涉國家整體的政治、經濟與治安問題。他曾積極介入教界，執行沙汰

僧侶，這是鑑於當時許多人為了避役、逃罪而出家，不僅敗壞佛教，更危害社會

的安全。 

他曾希望慧遠罷道還俗，「貽書騁說，勸令登仕」36 ；而慧遠以己乃「方外之

賓」立論，表明志在求道、心懷釋尊「大聖之制」，以「已乖世務，形權於流」等

理由嚴拒桓玄。37 顯然桓玄因為很少措意學習佛教義理，不若北方的姚興能以菩

薩道的「兼濟」思想，來詰難義學僧的大乘思想與實踐互相齟齬之處。然而，事

實上印度經典描述的「菩薩比丘」，是「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外表顯示聲

聞比丘相、心志則懷菩薩道。38  

劉宋文帝的侍中何尚之，曾舉出慧遠有這樣的觀點：「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

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

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39 意思是，佛教沒有不可觸及的

方面，助益社會之事也是佛教關切的要務，但這要由「世主」革除佛教濫竽充數

的訛偽亂象，便能讓佛教與王政共同協力督理社稷。然而，固然佛教自身理論超

然於世俗政權，佛法固然有益於世政與化導民俗，但這可能並非沙門一廂情願就

能達到的局面，根本解決辦法應有賴於政教關係的合作以及僧俗關係的和解。 

由上可以看出，姚興用大乘理論把勸道恒、道標還俗、進仕解釋為菩薩道，

僧䂮等則以秉持聲聞戒律為由，堅不還俗。其次，桓玄沙汰僧侶，曾也要廬山慧

 
34 《弘明集》卷 12，T52, no. 2102, p. 83c2-9。 
35 顏尚文，〈「皇帝菩薩」理念與「佛教國家」的淵源〉，《梁武帝》，台北：東大圖書，1999，頁

24。 
36 《高僧傳》卷 6，T50, no. 2059, p. 360b16-18。 
37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75a6-b12。 
38 西本竜山，〈大乗戒観の新建立〉，《印度学仏教学研究》5，1954.9，頁 59。 
39 《弘明集》卷 11，T52, no. 2102, p. 69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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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還俗，卻因自身很少措意佛教義理，不能以菩薩道「兼濟」思想來提出對慧遠

固守如聲聞的方外出世之志的質疑。這些例子顯示，君主引菩薩思想勸僧人還俗，

僧人則引戒律以為抗據，聲聞戒屢屢成為僧侶抗拒君主假借菩薩思想要僧侶反俗

或涉足政治的理由，僧俗角色的互不諒解造成政教間的緊張關係。但要注意的是，

這些僧侶所引戒律是聲聞戒，而非菩薩戒，接下來可以看到透過菩薩戒的授受方

法，讓君王與僧團展開政教合作的新局面，成為緩和僧俗關係的基礎。 

三、蕭梁武帝時期（464-549） 

由於南朝長期浸濡在「沙門不敬王者論」這種沙門地位抗衡政權的政教關係

下，君主必須想出一套方法來建立自己在佛教界的權力地位，而梁武帝自封「菩

薩戒弟子皇帝」便是重要的舉措。 

當時僧團良莠不齊、戒律墮落，坐擁龐大財力而影響國家財政與社會治安。

天監十一年（512），梁武帝頒布《斷酒肉文》，提出「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

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40 作為自己干涉僧家戒律的理論基礎，

要求僧侶確實履行菩薩行不食酒肉。該文提到，「若復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

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

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41 將犯律的僧侶視與在俗無

異，故理應受世俗王法懲治。 

單從此事件來看，固然梁武帝著眼的是僧團紀律及「食肉者斷大慈種義」42 的

大乘佛教教義，但不難理解這也是梁武帝試圖透過大乘佛教的理論來破解僧團超

然於王權化外的局面。同時，透過斷酒肉的宣導，也將大乘菩薩道與中國本土的

儒家文化即所謂的「世教」做了連結，如紀志昌說： 

關於律典「三淨肉」存在的事實，六朝知識分子自有一套圓說方式，梁武

帝時期，還因此而舉行了「斷酒肉法會」，與當時名僧就此有相當精采的論

 
40 《廣弘明集》卷 26，T52, no. 2103, p. 294b17-20。 
41 《廣弘明集》卷 26，T52, no. 2103, p. 297c4-11。 
42 《廣弘明集》卷 26，T52, no. 2103, p. 299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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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雖然這看似是屬於佛教僧伽內部的教義之爭而與世教無關，但當政者

卻運用已廣為世教所認可之典範（如去宗廟犧牲，禁民間淫祀等）與義解

論述，來作為推動究竟禁斷的有力理由。從這一方面來說，「斷酒肉法會」

雖然是僧伽之會，卻隱涵著「世教」作用、參與其間的因素。43 

《斷酒肉文》最末提到，「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44 ，顯示梁武帝雖然在沙門面前不斷謙稱「弟子」，但流露的語意不卑不亢。據此，

或可推定梁武帝處理政教關係的理論基礎，是將僧俗的終極信仰都標幟為「菩提」，

那麼在菩薩道當前白衣也不亞於僧人，僧俗在佛道上均為平等。 

亦如土橋氏指出的，在以菩薩戒授受為基底的純菩薩道路線上，展示了作為

在家菩薩頂端的君王之菩薩道實踐，這喚起了菩薩道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直接聯

繫了佛道之本義。45 此外，那些王族自稱「菩薩戒弟子」，並非徒以名號為滿足，

他們透過菩薩戒授受之具象來支撐自己實踐菩薩道的真誠意志，如隋代晉王楊廣，

在受菩薩戒時表示：「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

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逕，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

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46 。 

梁武帝早在天監十八年（519）受菩薩戒，甚至也要求王侯朝臣受菩薩戒，「時

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47 ，賜予他人「菩薩」封號，「令其王候子弟皆

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48 。顏尚文認為，梁武帝之所以宣揚

菩薩戒，「似乎與官吏的品行改良有關」49 ，亦即菩薩戒的思想要義有助於王化。

但這策略到了他晚年，由於眾多家僧、股肱之臣相繼凋零，自己縱容王侯子弟驕

逸不法，所以理想的菩薩道治國理想最後失敗。50 

 
43 紀志昌，〈六朝佛法與世教交涉下的戒殺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5，2014，頁 44。 
44 《廣弘明集》卷 26，T52, no. 2103, p. 298c20-21。 
45 土橋秀高，〈菩薩像－国清百録の場合－〉，《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4(1)，1975.12，頁 307。 
46 「王（指楊廣）稟戒名『總持菩薩』，書疏即用法諱弟子總持和南」《國清百錄》卷 2，T46, no. 

1934, p. 803b8-804a3。 
47 《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卷 1，X77, no. 1521, p. 7a18-19。 
48 《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卷 1，X77, no. 1521, p. 6a4-6。 
49 顏尚文，《梁武帝》，台北：東大圖書，1999，頁 213。 
50 顏尚文，《梁武帝》，台北：東大圖書，1999，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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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尚文指出，在戒壇上「皇帝」與「國師」51 之間的關係是探討「皇帝菩薩」

地位成立的重點。理論上，透過菩薩戒儀式，為皇帝授戒的法師成為帝王之師，

位在帝王之上；但實際上，梁武帝卻透過菩薩戒儀式自封為神聖的「皇帝菩薩」，

從而超越了沙門地位並擁有統治佛教界的合法性，52 而其操作手段之一便是重新

編寫菩薩戒法。 

顏氏指出，梁武帝曾編纂《在家出家受菩薩戒法》，從該經現存的〈出家人受

菩薩戒法卷第一〉53 序文與殘卷來看，這部戒法選擇性地引用《地持經》、《梵網

經》等諸系菩薩戒與大小乘經律論，不偏依特定經典，「隨經所出，採以為證」54 。

其中，對於授戒師與受戒者間的關係，依據《菩薩善戒經》與《觀普賢行經》的

思想，強調在菩薩戒儀式中受戒者並非從授戒師處得戒，而是從十方諸佛菩薩處

得戒，原因在於「若佛與戒，有本願力，有不思誼力，一切戒神承佛神力衛護是

人永不捨離，生生世世不顛倒，生生世世不忘失」；相對的，「若止是教師所授戒

者，無有如是不思誼力」。55 在這裡，授戒師「祇是受菩薩戒者所依託的一種人證

而已」56 。梁武帝重新編寫的《菩薩戒法》，強調在菩薩戒弟子是從諸佛菩薩受戒

而非從授戒師的理論。 

如此一來，表面上君主從僧侶獲得菩薩戒法，讓僧侶獲得帝王之師的尊榮；

但實際上，透過這番理論，君王自封為神聖的「皇帝菩薩」，一躍而成為佛教界與

世俗界的共主；並重新編寫《菩薩戒法》，強調菩薩戒是從諸佛菩薩受戒而非從授

戒師的理論。周伯戡於〈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的理論基礎〉的一段話精闢體

 
51 或作「智者」、「智者國師」，即傳授皇帝菩薩戒的戒師。梁武帝《菩薩戒法》裡稱呼授戒法師為
「智者」、「智者國師」，見作者所引梁武帝《菩薩戒法・羯磨四》云：「臨壇智者是教師。......
雖就教師受菩薩戒，此乃是就十方一切諸佛受。」顏尚文，〈「皇帝菩薩」地位的建立與「佛教
國家」的政治改革〉，《梁武帝》，頁 181。 

52 顏尚文，〈「皇帝菩薩」地位的建立與「佛教國家」的政治改革〉，《梁武帝》，頁 176-177。 
53 作者該書頁 178註 9云，該書所引用的《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一》乃根據土橋秀高〈ペリオ
本『出家人受菩薩戒法』について』〉一文（收於龍谷大學佛教學會編《佛教文獻の研究》，昭
和 43年，頁 93-148）所校點、編列行數的 Pelliot chinois 2196的殘卷。而 Pelliot chinois 2196
的〈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一〉，是收在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 116冊，作者稱「字跡模糊，
不易辨認」。顏尚文，〈「皇帝菩薩」地位的建立與「佛教國家」的政治改革〉，《梁武帝》，頁 178。 

54 顏尚文，〈「皇帝菩薩」地位的建立與「佛教國家」的政治改革〉，《梁武帝》，頁 180。 
55 此句出自顏尚文引用的、土橋秀高校點的《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一・羯磨四》「第 327-331行」。
見於顏尚文，〈「皇帝菩薩」地位的建立與「佛教國家」的政治改革〉《梁武帝》，頁 181-182。 

56 顏尚文，〈「皇帝菩薩」地位的建立與「佛教國家」的政治改革〉，《梁武帝》，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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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僧團與世俗政權間的緊張關係，他說，「佛教中『佛法』與『王法』除了有相反

的關係外，也有『相成』的關係；而這相反相成的緊張關係造成佛教史上一連串

的政教衝突，與政教合作。」57 沙門集團希望透過與世俗政權若即若離的關係，

來維持其佛教的主體性、獨立性。而透過菩薩戒授受法，突破僧俗關係特別是政

教關係。 

但是，另外也看到菩薩戒也曾造成僧俗關係不正常發展。這是在北周時期，

武帝廢佛、令僧侶還俗，看似繼承衛元嵩「平延大寺」大乘佛教的主張，實則以

儒道家為中心思想；武帝之後，周宣帝在楊堅的輔佐下設置「菩薩僧」作為將來

恢復佛教的準備，要求前朝舊僧受菩薩戒，駐錫寺院，但要維持在家形象。對此，

不少舊僧拒絕成為這種形式的菩薩僧，而選擇遁隱。 

四、北周武帝時期（543-578） 

周武帝廢佛的發端，一般人直觀認為肇始於天和二年（567）衛元嵩向武帝上

書「延平大寺」的藍圖。此後，天和四年至五年（569-570）武帝三度舉行集會，

討論儒、道、佛三教先後次序。其間敕司隷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

辯其真偽」，甄鸞撰《笑道論》指出道教訛偽，卻被武帝認為其論「傷蠧道士」於

是當庭焚毀該論。58 姚氏道安接著上書《二教論》，武帝問遍僚佐意見而無人能駁。

59	然而卻在四年後情勢急轉直下，也就是建德三年（574），武帝大舉滅佛道二教。	

道安其實是周武帝非常敬重的僧侶。曾在一場文物展，武帝別敕道安「觀天

子鹵簿儀具」，道安回應「陛下為民故出，貧道為法不出」，被武帝讚為妙答。60 案

《廣弘明集》，武帝當初其實對道安提的《二教論》「意彌不伏；無奈理通眾口，

義難獨留」；頒布廢佛後，特別搜訪隱遁的道安「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綵

 
57 周伯戡，〈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的理論基礎〉，《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9，1982.12，
頁 81。 

58 《續高僧傳》卷 23，T50, no. 2060, p. 628c2。 
59 《續高僧傳》卷 23，T50, no. 2060, p. 629b17-19。 
60 《續高僧傳》卷 23，T50, no. 2060, p. 628b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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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61 

周武帝廢佛期間僧侶被要求返俗。這些返俗後的僧侶，在佛教史傳裡被稱為

「前僧」、「舊僧」。 

一般認為衛元嵩上書「延平大寺」的藍圖是武帝廢佛的導火線，如隋代智顗

直指「宇文邕毀廢，亦由元嵩魔業」。62 在一些文獻也流傳衛元嵩因建議周武帝廢

佛而獲得苦報的傳說，如慧琳《辯正論》就描述「衛元嵩毀法之後，身著熱風，

委頓而死」63 。道宣《廣弘明集》記載周宣帝大象元年時，舊僧王明廣上書指衛

元嵩「請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至難明」64 ，其延平寺理想聲稱

的「即周主是如來」65 是在「冀崇諂說」、「扇動帝心」等。66 

不過，元嵩所提「延平大寺」的藍圖，可能不盡然是周武帝廢佛的主要導火

線。武帝在宗教政策，尤其是在佛教的改革上，其實有自己一套深刻見解，這從

他與一些向他提議復佛的人士的對答、辯論內容可知，就曾有舊僧任道林「上表

請開法事」，表示想與武帝談談廢佛的理論問題，而內史宇文昂提醒他再三考慮，

原因是「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67 。周武帝雖然有些看法與元嵩相通

之處，但這也可能只是反映當時佛教改革派（或廢佛派）的普遍見解。更何況，

後來一些佛教知識份子為衛元嵩平反，認為周武廢佛之罪根本不在元嵩，如唐代

道宣就指出元嵩的延平寺理想能「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勸

行平等，非滅佛法」，釐清其旨在「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68 

而道世《法苑珠林》記載傳說周武帝在陰間坦承「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而

「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又說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

69 ，暗指元嵩可能是超然於三界外的聖人。 

 
61 《續高僧傳》卷 23，T50, no. 2060, p. 629b22-24。 
62 《摩訶止觀》卷 2，T46, no. 1911, p. 19a7。 
63 《辯正論》卷 7，T52, no. 2110, p. 540b14-15。 
64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7a20-22。 
65 《廣弘明集》卷 7，T52, no. 2103, p. 132a18。 
66 《廣弘明集》卷 7，T52, no. 2103, p. 157c5-11。 
67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4a10-17。 
68 《廣弘明集》卷 7，T52, no. 2103, p. 132b14-28。 
69 《法苑珠林》卷 79，T53, no. 2122, pp. 875c14-876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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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弘明集》收錄衛元嵩在天和二年上書的主要內容，仔細考察下，其淋漓

盡致地將大乘菩薩的教義發揮兩面刃的作用，一來批判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二

來批判僧俗不平等的宗教問題。他一開頭就指出： 

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

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

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競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

累土堦70 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詐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

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

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71 

治國民富的關鍵，不在佛教之有無，而是「道」之存闕。佛教並非能富國強

民的必要條件，而是「以大慈為本」的「佛心」才是能真正利民益國的關鍵。這

就是為何上古唐虞雖沒有佛教流傳，卻被譽為史上第一個治世；而高齊、蕭梁兩

朝雖盛行佛教卻國祚不長、百姓不安身立命，原因就在「佛心」治政之有無。 

在這段論述中，「九級連雲」的寺舍佛塔象徵佛教僧團的富有，歷朝帝王帶頭

競爭投入建寺造像的功德事業而心不在民；反觀較貧困的百姓不僅無法跟上這種

「信仰高層化」的奢靡時尚，還淪為「苦役」、「損傷」的勞動階級。佛教疏遠了

底層廣大的民生需求，助燃社會貧富差距的弊害。 

元嵩上書首先就提起此事，應是切中周武帝關注的社會問題。武帝崇尚節儉，

建德五年攻破北齊後，批判齊朝「世縱淫風，事窮彫飾」、「以暴亂之心，極奢侈

之事」，暗指北齊宮殿寺宇的競豔之況；並自謂「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

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表示想要以身作則，改善風

氣回歸簡樸。他認為，「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

廈高堂，肆其嗜欲？」於是把平定北齊後殘存的華麗宮殿予以徹毀，釋財與民，「雕

斲之物，並賜貧民」、「甍宇雜物，分賜窮民」。即使遭捍衛佛教人士詛咒將會因破

 
70 「堦」通「階」。土階，以土為階，喻為節儉。典出「堯不以土階為陋」，顯示上位者的廉政。 
71 《廣弘明集》卷 7，T52, no. 2103, p. 132a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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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三寶而下地獄，他理直氣壯回應：「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72 史

家讚嘆周武帝「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73 深得民心，是大敗齊朝的

原因。然而，但見佛教史傳如《廣弘明集》記載周武帝廢佛時，「三寶福財散給臣

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74 ，而未提到武帝也將寺院財富分享給平民百姓的另一

面。 

坐擁巨大財富、宣揚建寺造像有功德的僧團組織，是造成社會貧富不均現象

的深因。對此，元嵩進一步提出建設「平延大寺」作為解決之道，顯然就是針對

僧團所展開的批判： 

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

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 

平延大寺，並非一座實體寺廟，而是喻為容納百姓各行各業的社會。這裡提

到「曲見75 伽藍」、「二乘五部」喻指當時重義學式的佛教形態是小乘，對襯以家

國為寺的「平延大寺」就是大乘。 

至於平延寺的實施方法，是以大乘的空性不二思想對既有的佛教組織給予新

的詮釋： 

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勤用蠶以

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

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於是衣寒露養孤生，

匹鰥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

退諂侫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

 
72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3c16-19。 
73 《周書》卷 6《帝紀第六・武帝下》，《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is.gd/cdU461，閱覽於 2020.06.07。 
74 《廣弘明集》卷 8，T52, no. 2103, p. 136b9-10。 
75 「曲見」意味聲聞、緣覺二乘佛教，如云：「見於菩薩從兜率下……出城遊觀……出家……苦行……
菩提樹下破魔波旬，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波羅㮏為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於此拘尸那
城入般涅槃。如是等見，是名聲聞緣覺曲見。」《大般涅槃經》卷 21〈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
品〉，T12, no. 374, p. 488a8-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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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長生。76 

將諸如「寺塔」、「如來」、「僧坊」、「聖眾」、「上座」、「執事」、「法師」等概

念，抽離「曲見伽藍」的語境，套用到社會的有機單元上，讓佛教大乘思想徹底

世俗化，從而解決政治、財政、民生與治安等方面的問題。 

他更呼籲以「勸行大乘」、「勸敬大乘誡」等十五條作為道俗一切行事的依歸。

在治安問題上，從人心的淨化「勸捨慳貪」、「勸人發露」著手。另外在家庭倫理

與人際關係上，以「勸行敬養」、「勸人和合」、「勸恩愛會」等來取代被僧侶掌握

話語權下的消極價值觀，如八苦之一的「怨憎會」。在政治民生方面則「勸益國民」、

「勸念貧窮」，並「勸立市利」來積極肯定正當的世俗經濟活動的價值。77 

元嵩也提出對僧團組織的看法，主張「勸立僧訓僧」，佐藤氏對此的理解是，

元嵩反對由政權設立「國家官僚」式的「僧官」78 ，似在主張僧團自治。此外，「勸

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即在主張將卷帙浩繁的三藏經典化繁為簡，並以無貪

為主幹來架構三藏，顯示他認為首要解決佛教界的奢靡風氣，而其根源在人心之

貪。79 從這些可以了解元嵩的延平寺藍圖，其實並沒有徹底解構佛教與僧團的存

在，而是以大乘菩薩道的精神，一方面治化世俗社會，另一方面提升佛教與僧團

的治理。 

當時佛教空言大乘而缺乏菩薩道實踐，這可能是元嵩也特別提倡「勸敬大乘

誡」的原因。呂澂〈三論宗——隋代佛家兩宗學說略述之一〉一文以三論宗為觀

察對象，指出當時佛教重視大乘空義的鑽研義解而不重實際的利他作為，雖名為

大乘而不脫小乘行徑，加之圍繞寺院的經濟活動危害國家財政與社會治安的穩定，

致使佛教備受抨擊，最終引發廢佛政策。呂澂認為，「北周的統治者武帝由於衛元

嵩的提議，發生改革佛教的念頭，主張『一切皆道』，即謂真正的道無處不在，並

不必拘拘出家的形式。換句話說，他就是要借口提倡大乘的精神來推翻佛教當時

 
76 《廣弘明集》卷 7，T52, no. 2103, p. 132a17-26。 
77 《廣弘明集》卷 7，T52, no. 2103, p. 132b17-21。 
78 佐藤達玄，〈中国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展開〉，《中国仏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頁 312-313。 
79 《廣弘明集》卷 7，T52, no. 2103, p. 132b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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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80 

佐藤氏指出，衛元嵩的思想與儒家的經世濟民思想暗合。他提到當時瀰漫「儒

佛一致」的思想，如北齊顏之推《家訓・歸心篇》將佛教的不殺、不盜等五戒，

對應於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之五常；慧恒、道岳、法常等一些僧人，出身自儒學家

世；徐遵明、李寶鼎81 等碩儒受持菩薩戒，「這在當時備受歡迎的佛教，不是指印

度的小乘佛教，終究還是與儒教倫理同調、認可現實社會的大乘佛教。」82 佛教透

過菩薩道教義而重拾與中國本土儒家思想的對話。 

但是，周武帝的廢佛政策，雖標榜儒教為正宗，暗自則維護道教83 ，而非以

大乘菩薩道、菩薩戒為基調。這更證明了武帝的廢佛政策並未與元嵩上書的延平

大寺理想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武帝解釋護持儒教的緣由，在於其政術與思想對世間有益，「六經儒教〔的〕

文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84 ；言外之意就是佛教並不具備這

些益處，所以廢之。又見武帝曾對舊僧任道林批評佛教「罪則憙推過去，無福則

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認為佛教倡導的價值觀轉移人們對現世的關懷；

就算佛教有提出道德倫理的論述，在中國本土文化裡早已有之，「論其勸善，未殊

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85 

乍看下，武帝是以「事功」之價值作為篩選宗教的標準，但究其實，他的「宗

教認同」可能與「國族認同」有絕大關係。在武帝詔令廢佛後的第三年（577）北

齊弭定，也一併在齊朝施行廢佛，稱「經廣歎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

實無情，何能恩惠？」86 淨影寺慧遠（523-592）就上書，駁難：「若以形像無情，

 
80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CBETA 2020.Q1, LC02, no. 2, p. 482a8-10。 
81 原書為「徐遵、明李、寶頂」，實則應斷句為「徐遵明、李寶頂」，又「頂」應作「鼎」，此訛誤
應該是襲《續高僧傳》所致。案《北史》云：「李鉉字寶鼎，勃海南皮人也。......鉉以鄉里無可
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
《北史》卷 81〈列傳第六十九・儒林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11，頁 2726。 

82 佐藤達玄，〈中国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展開〉，《中国仏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頁 313。 
83 「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廣弘明集》卷 6，T52, 

no. 2103, p. 125c7-8。 
84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3b3-4。 
85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4b6-10。 
86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3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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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意思是，若皇帝質

疑塔寺佛像是無情之物，豈能給予人民恩惠、受人民尊崇——換言之，由塔寺佛

像代表的佛教信仰，豈能為國家社稷建立事功——，那麼帝王祀奉的廟堂也同屬

無情，為何就容許祭拜？對此，武帝不置可否，卻馬上將話題轉到國族問題上，

說：「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87 表明正是因為佛教是「外國之

法」，所以「廢而不用」。周武帝大力宣揚本土的儒教孝道觀念，謂「父母恩重，

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治」88 。也有學者指出，周武

帝對佛教連同道教並廢、獨尊儒教的背景，與武帝將「周禮」標榜為正宗背後，

其實有著民族地域勢力之角力。89 

此外，周武帝採取的廢佛偏離元嵩意思的另一例證，在於其設立「通道觀」，

從道士、沙門當中揀選出三百位90 還俗入仕「著衣冠笏履」91 。「通道」意指凡能

發揮「濟養黎元、扶成教義」功能的「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賾玄

文」等思想教義，一律「並宜弘闡，一以貫之」；更基於「道無不在」的理論，批

判僧人「徒加剃剪之飾」而下令僧道還俗，而這就與元嵩的延平寺藍圖中尚且保

留「立僧訓僧」、「勸敬大乘誡」的意旨不合。 

然而，從衛元嵩的「延平大寺」來看，這時候大乘佛教用以破除僧院式佛教

的思想，無意間也對接了重視現世價值與濟世關懷的儒教思想，不約而同地匯成

對僧院式佛教的反省聲浪。 

 
87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3b23-26。 
88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3b8-9。 
89 參見野村耀昌，〈北周武帝破佛の原因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1955.03，頁 142-143。 
90 道宣於《廣弘明集》說通道觀的執行方式，「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
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3a17-19。但
《續高僧傳》稱「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續高僧傳》卷 11，
T50, no. 2060, p. 512b9-10。是否最初只設置一百二十位，以「李門人」為主；後來擴充到「三
百人」，兼收「佛道兩宗」人士？關於此，呂澂表示：「當時表面上連道教一齊廢棄，但另立『通
道觀』，以道教徒主持它，而收容蓄髮的菩薩僧」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CBETA 2020.Q1, 
LC02, no. 2, p. 482a11-12。 

91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3a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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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隋文帝時期（541-604） 

578年周武帝崩，周宣帝即位後即著手復佛，成立了「菩薩僧」。 

宣帝表示，基於「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的理由復

興佛教，然而要求佛教徒「勿須剪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

也就是要舊僧維持過去廢佛期間的在家形象，登壇受度為「菩薩僧」，並駐錫指定

的陟岵寺來「為國行道」92 ，一切開銷支出都由國家供給93 。道端氏指出，所謂

「度」乃登壇受戒之意，而受的戒就是「菩薩戒」。94 佐藤氏認為，「菩薩僧」的

作法「把不拘於形式的大乘佛教真精神，深植於教團」95 。 

根據道端氏的說法，當時策劃菩薩僧的主事者可能不在年幼的周帝，而在掌

握實權的丞相、也就是後來被禪位為隋文帝的楊堅。96 隋代楊堅登帝位後，才廢

除菩薩僧制，實施度僧。因此，周宣帝設置「菩薩僧」是在重啟復佛前基於「未

便除先帝之制」的考量而採取的過渡性措施。 

然而，當時有些舊僧之所以成為菩薩僧，不見得是出於大乘佛教的理念。如

長年奉行苦行的普曠，「乞食人間，栖投林塚」，遭遇廢佛時曾一度上朝與武帝力

抗爭論；最後卻因為「寺塔湮廢」無從安身，還是選擇還俗，在周武帝下擔任通

道觀學士。不久，通道觀被廢，他憂心自身無經濟能力，「力怯躬耕，糇粒無委」，

故還是繼續「寄祿登庸」，寄身官職。然而他在任官期間堅持一些出家形儀，「奉

遵舊約，不黷情染衣」，特意剃髮留鬚，並聲稱「鬚為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

97 。 

反觀後世的佛教徒卻用大乘佛教理論，來解釋這些舊僧接受菩薩僧的正當性

與委屈。如唐代道宣於《續高僧傳》評普曠的表現乃「任其處世」。98 另一位舊僧

 
92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7a2-7。 
93 《大宋僧史略》卷 3，T54, no. 2126, p. 252c23-27。 
94 道端良秀，〈中國佛教と菩薩僧〉，《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5(1)，1966.12，頁 118。 
95 佐藤達玄，〈中国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展開〉，《中国仏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頁 316。 
96 道端良秀，〈中國佛教と菩薩僧〉，《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5(1)，頁 119-120。 
97 《廣弘明集》卷 10，T52, no. 2103, p. 153a19-26。 
98 《續高僧傳》卷 11，T50, no. 2060, p. 512b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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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幹也當菩薩僧，宋代贊寧於《大宋僧史略》認為他「心游佛理，行切苦空。證

聖之深，登地以去，則無沙門之形也」，用大乘佛教的性空無相思想去讚賞他；隨

即話鋒一轉，批評這種現象其實是佛教之「污隆」，是「王臣制作」，即王權干涉

下的佛教怪象，在稱讚當中難掩批判的真正態度。99 

另外，僧侶之不願做「菩薩僧」，與他們反對菩薩道、菩薩戒，兩者意義也不

能劃上等號。史料顯示當時的舊僧多不願意接受這種「戴花冠、衣瓔珞」的「菩

薩僧」，像是與姚氏道安合稱「玄門二傑」、被周武帝授為國統的曇延，100 當得知

被宣帝徵召為「菩薩僧」時，「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藪」；直至隋文帝即位後，「即

事剃落，法服執錫」，還原出家相而任昭玄統，在開皇五年（585）為隋文帝授菩

薩戒，過不久，文帝宣告：「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囑」101 。曇

延臨終時對文帝說，自己「逢法王御世」，把文帝視為「法王」，盼其賡續護法；

有意思的是，他進一步提到「但末代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102 ，

坦承現實上僧團或有不法之事，但掌握度僧權的「法王」有責任維繫正教。僧侶

堅守持戒，也不與菩薩戒相違，如時被魏孝文帝禮敬的釋僧達（475-556）十五歲

出家，受具足戒後闡弘《四分律》，「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他

也曾為梁武帝、魏廢帝中王等授菩薩戒。103 

這些圍繞在僧侶身上的各種各樣菩薩行儀，反映出中古時期對於菩薩行的巨

大歧見異貌，而菩薩戒的變革正在這種背景下發生。梁朝律學沙門僧祐撰《法苑

雜緣原始集目錄序第七》云：「經唄導師之集、龍花聖僧之會、菩薩稟戒之法、止

惡興善之教，或制起帝皇，或功積黎庶。」104 顯示出中古時期的佛教制度，尤其

是菩薩戒，其形塑過程不僅在佛教內部進行，而是連同整個社會與政治勢力共構

而成。 

 
99 《大宋僧史略》卷 3，T54, no. 2126, pp. 252c17-253a16。 
100 《續高僧傳》卷 23，T50, no. 2060, p. 626b13-14。 
101 《辯正論》卷 3，T52, no. 2110, p. 509a7-18。 
102 《續高僧傳》卷 8，T50, no. 2060, p. 489b16-19。 
103 《續高僧傳》卷 16，T50, no. 2060, pp. 552c25-553b24。 
104 《出三藏記集》卷 12，T55, no. 2145, p. 90b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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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菩薩戒建立僧俗之別的要素 

由上看來，君主引用菩薩思想勸僧人還俗，而僧人則引聲聞戒作為抗拒的依

據，由此可見菩薩戒具有打破僧俗身份界線的作用。然而，事實上，一些菩薩戒

教義要求先守聲聞戒才能受菩薩戒，也有的菩薩戒思想具有出家導向的意趣。 

後漢譯出的《法鏡經》講述一名居士（甚理家）向佛陀提問「開士居家者學

德之法」之後，進一步詢問「開士去家之事、其所施行」，佛陀的回應首先就包含

「一衣為足」、「一食一床，病瘦一醫藥為足」105 等。最後這位居士請求佛陀「可

己等去家為道也」106 三國吳支謙譯《佛說菩薩本業經》從「居家奉戒」講到「脫

去白衣」之行，「是為菩薩，誡願俱行」107 。此經的同本異譯是西晉聶道真譯《諸

菩薩求佛本業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淨行品》等，也透露出導向出家

菩薩律儀的意趣。 

其他如佐藤達玄分析早期傳譯至中國的經論，指出菩薩戒以「十善道」為基

本框架，再附加其他內容以區分在家菩薩戒與出家菩薩戒，例如劉宋智嚴、寶雲

譯《大集經・無盡意菩薩品》的出家菩薩戒六十七事含括聲聞戒的內容，其第十

七規定「堅持禁戒一切無犯，乃至小禁」，佐藤氏認為這寓含遵從波羅提木叉的意

涵，「即便是大乘佛教徒也遵守二百五十戒」108 ；又姚秦鳩摩羅什譯《十住毗婆

沙論・助念佛品》六十條戒的第十二提到：「隨波羅提木叉戒」，也顯示聲聞戒被

導入菩薩戒的事實——即便這些菩薩戒並不苟同聲聞乘的持戒精神。109 

另外，北涼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與劉宋求那跋摩譯《菩薩善戒經》等瑜

伽地持系菩薩戒的立場，菩薩戒與七眾律儀戒應共同受持，是為「重受」的菩薩

戒。如《菩薩善戒經》提到：「菩薩摩訶薩若欲受持菩薩戒者，先當淨心受七種戒

110 ……。是七種戒俱是在家、出家所受；菩薩戒者亦復如是，俱是出家、在家所

 
105 《法鏡經》，T12, no. 322, p. 19c11-12。 
106 《法鏡經》，T12, no. 322, p. 22a29-b1。 
107 《佛說菩薩本業經》〈願行品〉，T10, no. 281, p. 447b25- p. 449b24。 
108 佐藤達玄，《中国仏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中国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展開〉，頁 306。 
109 佐藤達玄，《中国仏教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中国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展開〉，頁 308。 
110 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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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是名為戒。」111 《菩薩地持經》也提出，所謂「菩薩一切戒」分為律儀戒、

善法戒、攝眾生戒，而律儀戒指「七眾112 所受戒……在家出家隨其所應」113 ，

因此如果是在家居士要受菩薩戒，此前要先受持優婆塞戒或優婆夷戒；僧人也要

隨其身份先受持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等戒。114 又見《菩薩地

持經》在講受戒儀式時，謂「智者」（即授戒師）須對受戒者確認三次「欲於我所

受一切菩薩戒：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此諸戒是過去、未來、現在一切

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汝能

受不？」，此後才授彼戒法115 ，顯示地持系菩薩戒主張，菩薩戒不單受，還要以

七眾律儀戒為前提。116 

這些菩薩戒從三聚淨戒的框架展開，當中的攝律儀戒就是聲聞的具足戒，道

端良秀認為，「在這個場合的具足戒不是小乘聲聞戒，而是大乘戒，是被菩薩戒所

攝」117 。 

最早有關傳授菩薩戒的記載，都以僧侶為首。如羅什譯梵網戒一事，就被傳

述是他先為弟子道融等三百人授菩薩戒；北涼曇無讖在譯出菩薩戒本後，也是先

對張掖沙門道進授菩薩戒。因此中國僧侶最初就是先依循先受出家戒而後才受菩

薩戒的傳統118 ，也稱為「大小兼受戒」的傳統119 ——即便梵網戒主張「單受」

的菩薩戒，但中國僧侶依然採行兼受。 

《梵網經》與《瓔珞經》等梵網系菩薩戒主張可以「單受」菩薩戒。這一系

 
111 《菩薩善戒經》卷 4〈11 戒品〉，T30, no. 1582, p. 982c4-10。 
112 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戒。 
113 《菩薩地持經》卷 4〈10 戒品〉，T30, no. 1581, p. 910b5-10。 
114 「一切戒復有三種：一者律儀戒，二者攝善法戒，三者攝眾生戒。」《菩薩地持經》卷 4〈戒品〉，

T30, no. 1581, p. 910b6-c10。 
115 《菩薩地持經》卷 5，T30, no. 1581, p. 912c4-8。 
116 參見船山徹，〈六朝時代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受容過程－劉宋・南齊期を中心に－〉，《東方學報・
京都》67，1995，頁 24。 

117 道端良秀，〈中国仏教と大乗戒壇〉，《中国仏教思想史の研究－中国民衆の仏教受容－》京都：
平樂寺書店，1979，頁 338-342。 

118 道端良秀，〈中国仏教と大乗戒壇〉，《中国仏教思想史の研究－中国民衆の仏教受容－》，頁
338-342。 

119 參見傅偉勳，〈大小兼受戒、單受菩薩戒與無戒之戒－中日佛教戒律觀的評較考察〉，《中華佛學
學報》6，1993，頁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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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戒視聲聞戒如同外道雞狗之邪戒，並另闢與別解脫律儀異轍的十重禁戒。120 

這種可以跳過七眾律儀戒、直接受菩薩戒的作法，讓受法對象的範圍不受拘束。

如《梵網經》提到：「若受佛戒者，國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

梵天、六欲天子、庶民黃門、婬男婬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人，

但解法師語，盡受得戒。」121 《菩薩瓔珞本業經》也認為：「始行菩薩，若信男、

若信女中，諸根不具、黃門、婬男婬女、奴婢、變化人受得戒，皆有心向故」，不

過值得留意的是，《瓔珞經》在這之後提到對於「初發心出家、欲紹菩薩位」的人，

則「當先受正法戒」，這裡就有「重受」菩薩戒的意味。122 

道端良秀舉出，隋朝以後可以看到各地設置臨時性的戒壇，可用以傳授在家

菩薩等戒，如天台智顗對五十餘州的道俗授菩薩戒、鑒真到廣東對七十四州的道

俗授菩薩戒。123 道端氏認為，這種獨立性較強的菩薩戒，可能就是梵網戒。124 至

於漢地出現抽離聲聞戒、設置獨立的菩薩戒壇，則是宋代以後的事，125 宋代志磐

《佛祖統紀》記載：「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

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後釋云：「別立大乘戒壇者，

謂先於諸方受聲聞具足戒，後至此地增受菩薩戒，以順開顯之後，末代出家乘戒

俱急之義也。」126 ，但這也要僧侶先在各地受具足戒之後，才到京師的菩薩戒壇

增受菩薩戒，並未改變中國僧侶大小兼受戒的傳統。127 

結語 

茲講述各部分的摘要。 

 
120 池田魯參，〈菩薩戒思想の形成と展開〉，《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28，1970.03，頁 118。 
121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4b7-10。 
122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 2〈大眾受學品〉，T24, no. 1485, p. 1020b23-26。 
123 道端良秀，〈中国仏教と大乗戒壇〉，《中国仏教思想史の研究－中国民衆の仏教受容－》，頁 339。 
124 道端良秀，〈中国仏教と大乗戒壇〉，《中国仏教思想史の研究－中国民衆の仏教受容－》，頁 340。 
125 道端良秀，〈中国仏教と大乗戒壇〉，《中国仏教思想史の研究－中国民衆の仏教受容－》，頁 326。 
126 《佛祖統紀》卷 44，T49, no. 2035, p. 404a15-23。 
127 道端良秀，〈中国仏教と大乗戒壇〉，《中国仏教思想史の研究－中国民衆の仏教受容－》，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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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秦姚興 

姚興信仰佛教，認同佛教能於社會與官場治理方面發揮作用。 

姚興建立僧正，試圖透過制度面解決無行僧侶偽濫的問題。而這種手法也見

於北魏道武帝設置的道人統。 

後秦姚興曾基於菩薩道思想命令道恒、道標罷道還俗，與鳩摩羅什教團反覆

辯論，從而激發僧俗間的緊張關係。 

（二）東晉桓玄 

東晉桓玄試圖從理論面，解決僧侶自外於王化故不敬王的問題。後因慧遠《沙

門不敬王者論》而受挫，自此南朝的沙門尊於君王的意識高漲。 

桓玄曾基於社會治安與稅政問題，沙汰訛偽出家的僧侶。這種政治介入教團

的舉措獲得慧遠的肯定，因為它有助於改善教團紀律。 

桓玄也曾要慧遠還俗輔政。慧遠以僧侶本志在出世為由，而拒之。 

（三）梁武帝 

梁武帝深深信仰佛教，明白「黑衣」與「白衣」間的分際，常自居「弟子」。 

眼見許多人民出家卻戒行墮落，不僅有害於教團發展——於信仰不容——，

也影響社會治安與稅政——於王權有礙——，於是立足佛教本身的「佛法寄囑人

王」與「飲酒噉肉不如法」等教義戒條，以解消世俗政權干涉僧團的疑義；並常

委託高僧大德書寫法令，改革佛教。 

梁武帝身邊蔚聚了許多僧侶菁英幫助處理政教關係。在這些僧侶當中，有的

桀驁不遜，有的盡心盡力輔佐。在這裡看不到僧俗間的劇烈衝突；這位篤信佛教

的君主，也未曾有要僧侶還俗的念頭——他還曾幾度捨身同泰寺。 

梁武帝編寫了菩薩戒本，強調受戒弟子與「智者」間的授受關係是一種平行

的、而非上下尊卑的理論。 

梁武帝熱心要求公侯臣子受菩薩戒。顏尚文認為這可能意在改善朝廷官吏的

風氣，凸顯梁武帝想以佛教理想治理國家的企圖，也就是認可佛教對於治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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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面事功。但筆者認為，梁武帝很可能也意在藉此推廣他自己編寫的菩薩戒本，

藉此宣揚他想強調的的菩薩戒授受理論。這是兼具理論與儀式的手法，來塑造王

者高於僧侶的形象。 

（四）周武帝 

周武帝提倡本土儒教、貶抑佛教，最根本的原因很可能與國族政策有關。 

當時僧侶氾濫、危害社會治安，人民追求功德而競相造像、財富流向寺院而

動搖國家稅政，成為周武帝廢佛的動機。 

周武帝賞識道安，曾要他還俗輔政，道安以「為法」（為了佛法）的理由拒之。 

在周武帝實施廢佛之前，元嵩曾上書提出「平延大寺」理想，主張「利民益

國則會佛心」，佛心即「大慈」；又講「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等。這

種弱化僧人主體性並把儒家經世濟民理念連上大乘慈觀的作法，與前述的姚興時

候視還俗濟世為「大乘」、出家在伽藍只務翻譯或義解的僧侶是「小乘」的觀點，

異曲同工。 

他在「平延大寺」的內容提到「行十善」以及「勸行大乘」、「勸敬大乘誡」

等主張，似乎也有梁武帝一樣想以佛教——尤指大乘——治理國家的意圖。有意

思的是，周武帝卻曾抱持佛教對國家無益，也就是佛教毫無「事功」的角度，作

為其廢佛理由之一。 

（五）隋文帝 

周武帝駕崩之後，年幼的周宣帝在信佛的宰相楊堅的輔佐下，以「廣開化儀」

等事功之理由，推動復佛。 

此時期設立「菩薩僧」制度，要求前朝廢佛政策下被迫還俗的舊僧，仍維持

在家形象，通過受菩薩戒的形式，駐錫在指定的寺院「為國行道」——從「為國」

二字可知，當朝者意圖突顯佛教對國家社會有益的觀點。這似乎本是楊堅在推動

全面復佛之前的過渡政策，卻被後人、日本學者形容「任其處世」、「無沙門之形」、

「不拘於形式的大乘佛教真精神」等大乘精神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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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從一些例子可知，當時選擇擔任菩薩僧的僧侶，也並非都出自大乘精

神。此外，選擇堅守出家身與聲聞戒律的僧侶，也並非排斥大乘道與菩薩戒。從

教義上來看，有的菩薩戒涵融聲聞戒，甚至要求以聲聞戒為基礎才能受菩薩戒；

從史實來看，中國最早受菩薩戒的也是僧侶，漢傳佛教長期以來一直確保「大小

兼受戒」的傳統。 

從上述五個摘要可知，佛教「事功」之有無的定義與詮釋權，完全掌握在君

王的手裡。也就是說，王權或基於佛教無用、佛教危害社會的觀點而採取廢佛，

僧侶即便疾呼高唱佛法對社會有益，仍無濟於事，不具說服力。 

其次，在制度上，僧侶透過僧正、道人統制度而有了與社會律法區隔開的自

主性，實則這種透過國家法令而設的組織，基本仍被王權控制；然而，僧團藉此

也維繫了與國家的穩定關係——可以看到唯在君主廢佛時，僧統或道人統才被廢

止。 

思想上，君主利用菩薩道的利他理論要求僧侶還俗，除了引起僧俗間的緊張

關係之外，菩薩道與聲聞道也被擴大理解，亦即：以在家之身濟世的行為被視為

「大乘」，而持守出家之身、務於翻譯或義解的僧侶——即便翻譯與義解的內容是

大乘經論——則被視為「小乘」之流。 

最後，僧侶對抗王權，或許是基於其對超然世外、具有高度獨立性的佛法的

信仰；但僧侶肯定王權介入以解決教團僧侶各種問題，或者肯定君王以權力來護

持教團活動，這些卻不被認為與該信仰相牴。因此，站在僧團立場，要如何界定

政教互動的原則，或者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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